
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群及
相關史實考察

王　祁

　　西周早期有一組記載“伐楚”、“伐荆”、“伐楚荆”與“伐虎方”的青銅器群，唐蘭先

生認爲這群青銅器記載着周昭王南征的史實，故此青銅器群屬於昭王時期。 〔１〕自唐

蘭先生全面整理昭王時期青銅器群起，衆多學者參與到有關問題的討論中，但對於這

些青銅器的理解，學界並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結論，仍有許多的争論圍繞着南征的對

象與時間展開。 問題的焦點有下面兩點：

首先是唐蘭先生所謂的伐楚青銅器是否屬於昭王時期。 馬承源 〔２〕、李學

勤 〔３〕、朱鳳瀚 〔４〕、彭裕商 〔５〕、王世民 〔６〕等先生基本認同唐先生的觀點，但陳夢

家 〔７〕、劉啓益 〔８〕、杜勇、沈長雲 〔９〕等先生反對此觀點（見下文）。 其次，關於伐虎方

與伐楚兩組器物所載是否是一場戰争的問題，一部分學者明確將“征虎方”和“征楚

荆”視爲兩場戰争， 〔１０〕但許多學者都没有將兩組性質不同的器組區分開來， 〔１１〕認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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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虎方”可能是征“楚荆”下的一場局部戰役。 關於第二個焦點，李學勤先生早年也

是將兩組青銅器記載的事情視爲昭王南征下的不同階段，用以排列昭王十七年到十

九年的曆日； 〔１〕後來李先生重排了昭王南征曆日，開始把征楚組青銅器置於昭王十

五到十六年，而把伐虎方組器（李先生認爲是南巡組）的時代定爲昭王十八年到十九

年，且爲了契合中方鼎的曆日將昭王死日放在十九年的次年。 〔２〕

本文基於前輩學者的研究現狀，再次强調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群分組的必要，然

後依據青銅銘文、紋飾和有關古史傳説判斷不同青銅器組的具體年代，最後簡略探索

昭王南征對江漢平原政治局勢變遷的影響，希望有助於周昭王南征相關問題的解决。

一、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群分組

自郭沫若、陳夢家二位先生整理商周青銅器後，青銅器分組斷代的方法被廣泛應

用於青銅器研究中。 〔３〕所謂青銅器分組斷代法，是指把一組銘文相聯繫的青銅器群

綜合起來考慮的一種方法，其組内青銅器依靠銘文中的事件、人物、地點和時間相聯

繫，爲該組青銅器時代的判定提供儘可能多的信息。 這一方法也可以應用於西周早

期南征青銅器群斷代中，我們自綫索較爲清楚的“伐楚荆”組開始整理，然後再討論

“伐虎方”組青銅器。

西周早期“伐楚荆”青銅器組（見表１）主要是因爲常見“王伐楚”、“王伐荆”、“征楚

荆”等記録而較易歸納，另外啓尊（《集成》５９８３）、啓卣（《集成》５４１０）、小子生尊（《集

成》６００１）、■叔鼎（《集成》２６１５）可與■馭簋（《集成》３９７６）中的“王南征”相關聯，召尊

（《集成》６００４）因時間與地點而與作册 令簋（《集成》４３００）相關聯。 需要注意的是■

叔鼎與■簋中都有“■叔”，可證西周早期的周王南征與周王伐楚是同一事。 劉啓益

先生將令簋看作康王時器、將■叔鼎等定爲昭王器， 〔４〕他認爲伐楚是歷代周王常有

之事，不必認爲只有昭王可伐楚，成王、康王亦可能征伐南國。 雖然伐南方的周王不

僅有昭王， 〔５〕但周初伐楚是大事，不僅文獻没有任何記録，且著名的牆盤（《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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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７５）與逨盤（《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６期）也只是説昭王伐“楚荆”。 故此我們認爲具備西

周早期器形特點且記載着“王伐楚”或“王南征”事迹的青銅器是同一場戰争的結果。

表１　西周早期“伐楚荆”青銅器組表

序號 器　名 相 關 史 事 資料來源

１ 京師畯尊
王涉漢伐楚，王有■功，京師畯■斤功釐貝，用作日

庚寶尊彝。
《文物》

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２ 過伯簋 過伯從王伐反荆，俘金。 《集成》３９０７

３ 鼒簋 鼒從王伐荆，俘。 《集成》３７３２

４ ■馭簋 ■馭從王南征，伐楚荆，有得。 《集成》３９７６

５ 啓尊 啓從王南征，■山谷、在洀水上。 《集成》５９８３

６ 啓卣 王出狩南山，■■山谷，至于上侯■川上，啓從征。 《集成》５４１０

７ 小子生尊 唯王南征，在□，王令生辨事□公宗，小子生賜金。 《集成》６００１

８ ■叔鼎 ■叔從王南征，唯歸，唯八月，在皕■。 《集成》２６１５

９ ■簋 唯九月，■叔從王員征楚荆，在成周。
《文物》

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１０
作册
令簋

惟王于伐楚伯，在炎。 〔１〕惟九月既死霸丁丑，作册
令尊宜于王姜，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

公尹伯丁父貺于戍（下略）
《集成》４３００

１１ 召尊 唯九月，在炎■，甲午，伯懋父賜召伯馬（下略） 《集成》６００４

　　“伐虎方”組青銅器（見表２）以著名的“安州六器”爲代表。 “安州六器”是北宋

重和年間發現於安陸 （今湖北孝感）的一組有銘青銅器，雖然有學者認爲 “安州六

器”具體指哪幾件青銅器尚存疑問， 〔２〕但學界一般認爲“安州六器”就是著録於《博

古圖》和《鐘鼎彝器款識》中的與南宫伐虎方有關的六件器物（記方鼎三、圓鼎一、觶

一、甗一）。 〔３〕中方鼎甲記載“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這與新出■甗中的“王

令南宫［伐 ］虎方之年 ”是一致的， 〔４〕再次證明將 “虎方 ”釋爲 “荆方 ”是不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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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勇： 《安州六器與麥氏四器年代考辨》，《管子學刊》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孫慶偉： 《從新出■甗看昭王南征與晉侯燮父》，《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的。 〔１〕另一件與“安州六器”明顯關聯的器物是靜方鼎， 〔２〕靜方鼎記載“令師中眔

靜省南國相”，銘文“師中”當是作器者“靜”對中方鼎之“中”的尊稱，靜方鼎與安州

六器可歸爲一組。 與安州六器相關聯的另一組青銅器是 “王在厈”組，包括析尊

（《集成》６００２）、遣尊 （《集成 》５９９２）、作册■卣 （《集成》５４０７）、作册■尊 （《集成 》

５９８９），此組器物皆有 “王在厈 ”語。 中方鼎乙記載 “唯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

（次）”，這比遣尊“唯十又三月辛卯，王在厈”早一日，前人早已據此將兩組器物相關

聯， 〔３〕本文認爲這是較爲合理的。

表２　西周早期“伐虎方”青銅器組表

序號 器　名 史 事 銘 文 資料來源

１ ■甗
唯十又［二］月，王令南宫［伐］虎方之年，［唯］正月既
死霸庚申，王在宗周，王 ［令］□■ ［使］于繁，錫貝
五朋。

《文物》
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２ 中方鼎甲
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眚（省）南國貫
行，埶王居在 ■真山。

《集成》２７５１

３ 中觶 王大省公族，于庚振旅。 《集成》６５１４

４ 靜方鼎

唯十月甲子，王在宗周。 令師中眔靜省南國相，埶
居。 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 月既望丁丑，王
在成周大室，令靜曰：“俾汝□司在曾、噩■。”王曰：
“靜，賜汝鬯、旂、巿、采■，曰用事。”靜揚天子休，用
作父丁寶尊彝。

《文物》
１９９８年第５期

５ 中甗

王令中先省南國貫行，埶居在曾。 史兒至，以王令
曰：“余令汝使小大邦，厥又舍汝芻糧，至於女庸小多
□。”中省自方、鄧、復□邦，在噩■次。 伯買父□□
氒人□漢中州，曰段、曰■。

《集成》９４９

６ 中方鼎乙 隹（唯）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王令大史貺■土。 《集成》２７８５

７ 析尊
唯五月，王在厈，戊子，令作册析貺望土于相侯，錫金
錫臣。 ……唯王十又九祀，用作父乙尊……

《集成》６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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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錫全： 《“安州六器”及其有關問題》，《古文字與古貨幣文集》第９４—１０１頁，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李學勤： 《靜方鼎與周昭王曆日》，《夏商周年代學札記》第２２—３０頁。

唐蘭： 《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宫”問題》，《考古學報》１９６２年第１期；李學勤： 《靜方鼎與周昭王曆
日》，《夏商周年代學札記》第２２—３０頁。



續　表

序號 器　名 史 事 銘 文 資料來源

８ 遣尊
唯十又三月辛卯，王在厈，賜遣采，曰： ■，賜貝
五朋。

《集成》５９９２

９ 作册■卣
唯十又九年，王在厈。 王姜令作册■安夷伯，夷伯賓
■貝布。

《集成》５４０７

１０ 作册■尊 在厈，君令余作册■安夷伯。 《集成》５９８９

　　上述兩組青銅器是筆者在前輩學者成果基礎上按照青銅器銘文的内在關聯劃分

的，筆者認爲關聯不同青銅器時一定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並以各關聯因素中主要部分

作爲關聯的標準。 比如“伐虎方”組中的作册■卣與“伐楚荆”組中的作册 令簋都有王

姜，杜勇、沈長雲二位先生據此認爲包括作册■卣在内的“王在厈”器與作册 令簋等

器記載着同一場戰争的不同過程。 〔１〕筆者傾向認爲王姜既然是西周早期重要人物，

那麽她出現於不同事件中的概率是很大的。 叔簋（《集成》４１３３）就記載周王■於宗

周、王姜派人聯絡太保一事，足見王姜之活躍。 故此，筆者認爲將作册■卣歸爲與之

時間聯繫更加緊密的“伐虎方”組是相對可靠的，畢竟閏十三月的相連兩日較爲罕見。

“伐虎方”組青銅器和“伐楚荆”組青銅器是不同的兩場戰争，這點雖然李學勤先

生已經做了不同的曆日排譜， 〔２〕但我們認爲有必要再次予以强調。 劉禮堂先生認爲

伐楚和伐虎方的不同之處不僅表現在征伐對象上，還包括領軍的將領、戰争的安排和

進程、戰争的後果等等， 〔３〕正是這些不同之處决定了伐楚和伐虎方是兩場不同的戰

争，這是分組的重要依據。

二、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

群具體年代的判定

　　唐蘭先生將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群的年代全部斷爲昭王時期，其依據是先秦時

期廣爲流傳的昭王南征荆楚的傳説， 〔４〕而且牆盤（《集成》１０１７５）有“宏魯昭王，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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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荆，唯■南行”的記載，逨盤（《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６期）也説“用會昭王、穆王，施政四

方，撲伐楚荆”。 最近新出現的穆王年間的胡應姬鼎明確記載“唯昭王伐楚荆，胡應姬

見于王”， 〔１〕可證周昭王確實曾有南征荆楚的壯舉，所以現今多數學者都贊同唐蘭先

生的觀點。 正如本文一開始所言的那樣，仍有一部分學者不贊同將西周早期南征青

銅器群定爲昭王時代，而且不同學者對“伐楚荆”組和“伐虎方”組有着不同的斷代依

據，這導致了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斷代分期的混亂。 表３是與此問題有關的一些學

者的斷代觀點，從中可見這個問題仍未完全解决。 既然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群斷代

問題的本質是如何與歷史事件相對應，那麽解决這個問題的前提仍然是對文獻的梳

理。 所以本文從文獻着手，希望找到判斷“伐楚荆”青銅器組和“伐虎方”青銅器組年

代的綫索。

表３　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群斷代觀點一覽表

學者分類
“伐楚荆”組 “伐虎方”組

成　王 康　王 昭　王 成　王 康　王 昭　王

郭沫若 〔２〕 ● ●

陳夢家 〔３〕 ● ● 〔４〕

唐蘭 〔５〕 ● ●

馬承源 〔６〕 ● ●

劉啓益 〔７〕 ● ○ 〔８〕 ●

王世民等 〔９〕 ● ●

李學勤 〔１０〕 ● ●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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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李學勤： 《胡應姬鼎試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第１０９—１１１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胡應姬鼎銘文是追憶，所以不在本文統計範圍。

郭沫若：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郭沫若全集》第八卷，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陳夢家： 《西周銅器斷代》目録頁。

陳氏從形制上判斷安州六器（中組）爲成、康時器，並置“中組”爲康王下，惜存目未寫。

唐蘭： 《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

馬承源主編：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

劉啓益： 《西周紀年》。

值得注意的是，劉氏認爲西周伐楚是常有之事，故把伐楚諸銅器置於不同周王時代。 另外，劉氏將靜方
鼎與安州六器置於不同時代，缺乏説服力。

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 《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

李學勤： 《靜方鼎與周昭王曆日》，《夏商周年代學札記》第２２—３０頁。



續　表

學者分類
“伐楚荆”組 “伐虎方”組

成　王 康　王 昭　王 成　王 康　王 昭　王

彭裕商 〔１〕 ● ●

杜勇、沈長雲 〔２〕 ● ●

　　昭王南征是西周歷史的一件大事，《左傳·僖公四年》載：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

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

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

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

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

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這段話中的“昭王南征而不復”是管仲詰問楚國使者的罪責之一，説明春秋時人

認爲昭王在南征途中的死亡是與楚人脱不了干係的；但究竟何種關係，也許管仲自己

都不太清楚，故此楚國使者才可以很自信地回答“君其問諸水濱”。 《左傳》中的記載

過於隱晦，詳細的記載還可以從以下諸書中尋求：

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漢，遇大兕。（古本《竹書紀年》）

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免皆震，喪六師於漢。（古本《竹書紀年》）

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古本《竹書

紀年》）

昭王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楚辭·天問》）

周昭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

（祭）公抎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祭）公。周公乃侯之於西翟，

實爲長公。（《吕氏春秋·音初》）

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

也。（《史記·周本紀》）

·７４·

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群及相關史實考察

〔１〕

〔２〕

彭裕商： 《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第２５５—２７０頁。

杜勇、沈長雲： 《西周斷代方法探微》第５２—８８頁；杜勇： 《安州六器與麥氏四器年代考辨》；沈長雲：
《靜方鼎的年代及相關歷史問題》，《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２０１３年第７期。



昭王德衰，南征，濟於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

解，王及蔡（祭）公俱没於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長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

人諱之。（張守節《史記正義》引皇甫謐《帝王世紀》語）

昭王南伐楚，辛由靡由右，涉漢中流而隕，由靡逐王，遂卒不復，周乃侯

其後於西翟。（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宋衷云）

從古本《竹書紀年》可知，昭王有兩次南征，十六年的伐楚荆和十九年的“南征不

返”。 以上引文雖多，然除較晚的《史記索隱》，没有一則明言昭王“南征不返”是由楚

國造成的。 故此一些學者並不贊同昭王之死與征楚有關係， 〔１〕且認爲《吕氏春秋·

音初》中“周昭王親將征荆”之“荆”當是北方對南方的蔑稱。 〔２〕本文認爲這種考慮是

正確的，昭王十六年和十九年只間隔三年，在極短的時間内由周王親征同一南方小

國， 〔３〕這是很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所以，由年代較早的《左傳》、古本《竹書紀年》和

《楚辭·天問》等文獻可知，十九年的南征確實是一個未解之謎，昭王之死或許與楚國

並無關係。 有學者認爲昭王十九年的南征是爲了剪除位於南方的商遺民， 〔４〕證據是

商人爲鳥崇拜，《楚辭·天問》“逢彼白雉”即是討伐商遺民。 這種説法是存在漏洞的，

我們姑且不論商人是否是鳥崇拜，西周青銅器大量的鳳鳥紋顯示周人也可能存在鳥

崇拜，何以單單言“逢彼白雉”是指商遺民，而不是周叛族？

由以上可知，昭王十六年的“伐楚荆”是言之鑿鑿而又能爲牆盤和逨盤證明的，

所以本文認爲牆盤所謂“宏魯昭王，廣■楚荆”是昭王十六年進行的，而昭王十九年

的南征不獨不知其討伐的對象，這場征伐還對西周王朝造成極大的損害，以致“喪

六師於漢”。 這種區分對於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組的斷代是很有幫助的。 前文曾

提到李學勤先生據此把“伐楚荆”組青銅器置於昭王十五到十六年，把“伐虎方”組

定爲昭王十八年到十九年， 〔５〕本文大體遵從李先生的觀點，但增加幾點新的

考慮。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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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趙慶淼： 《“昭王南征而不復”之蠡測》，《學術月刊》２０１５年第５期；劉禮堂： 《關於周昭王南征江漢地區
有關問題的探討》；李學勤： 《基美博物館所藏令簋的年代》，《法國漢學》第十一輯，第１２８—１３１頁。

龔維英： 《周昭王南征史實索隱》，《人文雜志》１９８４年第６期。
《左傳》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國語·晉語
八》：“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可見西周早期的楚國
並不强大。

龔維英： 《周昭王南征史實索隱》；曹建國： 《昭王南征諸事辨考》，《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李學勤 ： 《基美博物館所藏令簋的年代》，《法國漢學》第十一輯 ，第１２８—１３１頁 。



首先，“伐楚荆”組青銅器的年代一直存在極大争議，因爲這涉及王姜、作册 令

等重要人物的年代，杜勇、沈長雲 〔１〕等先生都不同意將此組青銅器置於昭王時代。

他們認爲成王時期的禽簋、岡劫尊中的“王伐奄侯”當釋爲“伐楚”，這就證明了成王時

期有伐楚的事實。 不過周原甲骨 〔２〕顯示西周初年周、楚的關係是和睦的，認爲成王

時期即已伐楚的觀點繞不過這個矛盾點。 最近公布的京師畯尊 〔３〕銘文可以爲這個

争論畫上句號：

王涉漢伐楚，王又（有）■工（功），京師畯■斤工（功）釐貝，用作日庚寶

尊彝。

京師畯尊銘文中的“王涉漢伐楚”直接與古本《竹書紀年》中“周昭王十六年，伐楚

荆，涉漢”相對應，可證明京師畯尊確實是記載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事的。 京師畯尊

的重要性在於，它以地下銘文與地上文字相一致的“二重證據法”證明了十數件“伐楚

荆”組青銅器確實是周昭王十六年的器物。

其次，“伐虎方”組青銅器可與文獻對應的地方是析尊和作册■卣中的“十又九

祀”、“十又九年”，所以李學勤先生將此組器物的時期定爲昭王末年，我們認爲這是合

適的。 但沈長雲先生認爲靜方鼎的器型和紋飾古樸，可與成、康之際的德方鼎對比，

判斷靜方鼎的年代也不會晚於成康年間，進而認爲包括靜方鼎在内的“伐虎方”組青

銅器反映的是西周初年太保玉戈中的“命太保省南國”事。 〔４〕沈先生的視角很敏鋭，

靜方鼎的器型和紋飾確實有周初風采。 但我們判斷一組青銅器的年代是由該組青銅

器中年代最晚的一件作基點的，而不是由器型較早的一件作尺規，這與西周青銅器演

變過程中的非均衡性 〔５〕有關。 “伐虎方”組青銅器中器型最晚的是■甗。 孫慶偉先

生指出，北趙晉侯墓地 Ｍ１１４出土的■甗與陝西長安張家坡出土的孟員甗非常接近，

都是西周早中期之際的器物， 〔６〕這與 Ｍ１１４的年代是一致的。 〔７〕由■甗的年代可

否定伐虎方與太保南巡的聯繫，故此本文斷定包括■甗在内的“伐虎方”組青銅器群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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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杜勇、沈長雲： 《西周斷代方法探微》第５２—８８頁；杜勇： 《安州六器與麥氏四器年代考辨》；沈長雲：
《靜方鼎的年代及相關歷史問題》。

王宇信： 《西周甲骨探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李學勤： 《由新見青銅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沈長雲： 《靜方鼎的年代及相關歷史問題》。

張懋鎔： 《試論西周青銅器演變的非均衡性問題》，《考古學報》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孫慶偉： 《從新出■甗看昭王南征與晉侯燮父》。

北京大學文博學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六次發掘》，《文物》２００１年
第８期。



的年代在西周早中期之際。

再次，李學勤先生將“伐虎方”組曆日排出昭王十九年之外，即認爲存在一個昭王

二十年，作爲古本《竹書紀年》中提到的“末年”。 李先生認爲此年昭王南征不返，穆王

即位，改元爲穆王元年。 此觀點甚有新意，發人深思。 但筆者仍然傾向認爲古本《竹

書紀年》的“周昭王十九年”與“周昭王末年”是同一年，或爲後人引用時的一事兩述。

以此觀點，本文重新編排“伐虎方”組曆日，其關鍵在於如何理解伐虎方與昭王南巡二

者的關係。

我們讀“伐虎方”組銘文，知道這場戰争是南宫指揮的，這説明昭王没有親自參

與這場戰争，因爲周王親征要强調“王伐某某”，如“伐楚荆”組中的“王伐楚”、“王伐

荆”。 但無論是“王在寒■”還是“王在厈”都表明昭王曾經距離戰場很近，且中方鼎

甲説“王令中先省南國貫行，埶王居”，可見昭王確實去過南國。 那麽如何理解昭王

不是戰争的主導者却親臨南國這一史實呢？ 較爲合理的解釋是昭王先是命令南宫

伐虎方，在伐虎方戰役的同時或稍後組織了一次盛大的巡視南國的政治活動，也就

是古本《竹書紀年》中的“南巡”和《楚辭·天問》中的“昭王成游”。 西周早年周王或

王室重臣南巡之事並非只此一件，太保玉戈記載的“命太保省南國”就是明證。 〔１〕牆

盤載“宏魯昭王，廣■楚荆，唯■南行”，其“唯■南行”既可能是昭王十六年“廣■楚

荆”後進行的，也可能説的是昭王十九年的南巡。 後一種解讀還可在中方鼎甲中得到

印證：

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眚（省）南國貫行，埶王居在 ■

真山。

這段話似乎在暗示“南宫伐反虎方”只是單純的紀年，而周王派遣中“省南國貫

行，埶王居”是與南宫伐虎方同時進行的。 基於此，本文嘗試重排“伐虎方”組青銅器

曆日：

周昭王十七年：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師中眔靜省南國相，埶居（靜方鼎）

十又［二］月，王令南宫［伐］虎方（■甗）

周昭王十八年：正月既死霸庚申，王在宗周，王［令］□■［使］于繁（■甗）

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靜方鼎）

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令靜曰：“俾汝□司在曾、噩

■。”（靜方鼎）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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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李學勤： 《太保玉戈與江漢的開發》，《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二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唯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中方鼎乙）

唯十又三月辛卯，王在厈，賜遣采（遣尊）

周昭王十九年：唯五月，王在厈，戊子，令作册析貺望土于相侯（析尊）

以上曆日説明周昭王南巡是一件大事，即牆盤所謂的“唯■南行”。 爲了保證這

次南巡的安全，周昭王先是讓中與靜前往南國觀察，後又派南宫討伐虎方，到昭王十

八年，靜先行回成周向昭王報告情况，昭王令靜“在曾、噩■”，爲其南巡做進一步的準

備。 昭王十八年的十三月，昭王此時應該已經到達南國，與在那裏的中、南宫等人會

合，所以才有中觶（《集成》６５１４）中的“王大省公族”。 其後昭王迅速趕到厈地，並在那

裏待到次年的五月，此“厈”當在南國，而不在汧渭之會。 〔１〕此後不久，昭王開始返回

成周，在回去的路上遭到某種阻礙，才導致“喪六師於漢”、“南征不返”。

三、餘論：周昭王南巡的政治影響

本文基於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將西周早年的南征青銅器群分爲“伐楚荆”組和

“伐虎方”組，並認爲兩組青銅器是兩次不同的戰争，不可混淆。 本文認爲京師畯尊的

發現進一步證明了“伐楚荆”組青銅器可與古本《竹書紀年》記載的昭王十六年征楚荆

對應；而“伐虎方”組青銅器則可與昭王十九年相聯繫。 在梳理文獻的基礎上，本文認

爲昭王晚年前往南國可能不是以征伐某一方國部落爲主的，而是一次盛大的南巡，即

牆盤稱頌的“唯■南行”。 本文由此出發認識到“伐虎方”組青銅器中記載的南宫伐虎

方與昭王令中和靜省南國的事情都是爲此做準備的，即這兩件事是同時進行、互爲表

裏的，本文以此爲基礎重新排列了“伐虎方”組的曆日。

下面簡略討論下周昭王南巡的政治影響。

學界在討論周昭王“南征不返”的政治影響時，有種觀點認爲雖然昭王的南巡是

以失敗告終，但他目標却是達成了，並且鞏固了周人在南方的統治地位， 〔２〕即逨盤所

説“施政四方，撲伐楚荆”。 但這種評價並不能爲西周中期的南方形勢所證明。 由■

甗、中甗、作册■卣和析尊可知，昭王南巡肩負拉攏和穩定南方諸侯的任務，昭王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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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連成： 《厈地與昭王十九年南征》，《考古與文物》１９８４年第６期。

唐蘭： 《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輯，第１８—１４２頁；張懋鎔： 《略説對周昭王南
征的評價》，《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二輯，第２７６—２７９頁，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李裕杓： 《新出銅器銘
文所見昭王南征》，《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第２７５—２８５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做的原因自然是因爲昭王十六年征伐荆楚的勝利使得其政治野心變得更大，希望西

周在南方的統治可以更加鞏固。 中甗記載周王命令中“使小大邦，厥又舍汝芻糧”，此

即周人希望把南方邦國視等同於西周中後期的淮夷， 〔１〕自然會遭到部分南方邦國的

反對。 所以我們甚至可以認爲昭王南巡不返可能是這部分邦國聯合南方與周人處於

敵對勢力的方國、部落一起反抗昭王的結果。 〔２〕昭王南巡的失敗不僅在於“喪六師

於漢”，更重要的是周人在南方建立的中心性聚落在昭王南征後都被迫遷移。

青銅時代中心性聚落常出土數量較多的青銅器，比如湖北盤龍城遺址和江西新

干大洋洲遺址；西周時期尤其如此，可證以北京琉璃河遺址和寶雞■伯墓地。 江漢地

區也常發現隨葬一定數量銅器的重要墓葬，但這些墓葬的年代多爲西周早期和西周

晚期，罕見西周中期青銅器。 比如江漢東部的黄陂魯臺山墓地，該墓地出土西周時期

青銅器４７件， 〔３〕集中於成、康、昭三代， 〔４〕其中四件“公太史”鼎顯示該墓地與宗周

的密切聯繫，該墓地很可能是西周王朝地方封國的公室墓地。 〔５〕另一項重要發現源

於湖北江陵萬城，該地區發現一座西周銅器墓， 〔６〕出土１７件西周早期青銅器，多件

銅器上有“北子”銘文。 還有兩項重大發現也只見西周早期青銅器，即隨州的羊子山

鄂國墓地 〔７〕和葉家山曾國墓地 〔８〕出土了大量的青銅禮器，表明這兩處墓地即“伐

虎方”組青銅器中曾、鄂兩國諸侯陵墓所在。 以上發現證明湖北地區周王朝南方封國

公室的墓地並没有延續到西周中期。 而這種現象也反映在一些非墓葬遺址，比如蘄

春毛家咀遺址。 地處鄂東南的蘄春毛家咀木構建築遺址和新屋塆銅器窖藏， 〔９〕這兩

處遺址相距不過６００米，且同出帶“酉”字銘文的青銅器，應該是同一族群的遺存；據

毛家咀遺址發掘簡報，該遺址出土陶器分西周和東周兩組，西周組陶器年代集中於

早期。

江漢地區發現大量西周早期青銅器，而罕見西周中期青銅器，這暗示西周早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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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晚期的兮甲盤（《集成》１０１７４）記載：“淮夷舊我帛畮（賄）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責（積）、其進人，其
賈，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則即刑撲伐。”

最近有學者研究，昭王南征不返與周人不明南方氣候有關，其説新穎，可作參考，見尹弘兵： 《地理學與
考古學視野下的昭王南征》，《歷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黄陂縣文物館、孝感地區博物館、湖北省博物館： 《湖北黄陂魯臺山兩周遺址與墓葬》，《江漢考古》１９８２
年第２期。

陳賢一： 《黄陂魯臺山西周文化剖析》，《江漢考古》１９８２年第２期。

張亞初： 《論魯臺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屬》，《江漢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２期。
《湖北江陵萬城出土西周銅器》，《考古》１９６３年第４期。

張昌平： 《論隨州羊子山新出噩國青銅器》，《文物》２０１１年第１１期。

李學勤、張昌平、陳振裕等： 《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筆談》，《文物》２０１１年第１１期。

吴曉松主編： 《鄂東考古發現與研究》，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之交該地區曾有過大的政治動蕩，導致該地區中心性聚落遺址被迫遷移；至於這種動

蕩的原因，似乎只能從昭王南征失敗中去探求。 昭王南征失敗後，周王朝在南方的封

國感受到某種威脅，不得不遷移自己的國都，進而導致西周王朝在南方的政治版圖迅

速收縮， 〔１〕西周的封建擴張步伐被迫停止，從此進入一種戰略守勢。 若果真如此，則

昭王南巡的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似乎不能對昭王南巡的結果抱有樂觀的態度。 當

然，昭王南征的失敗雖然對江漢地區政治格局有着激烈的影響，但這種影響的後果也

僅僅是迫使周人收縮自己的勢力範圍，並非消滅了江漢地區的周人封國。 無論是鄂

國還是曾國，都繼續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這説明昭王南征失敗後，南方的諸侯仍有

時間與力量將國都遷於他處，避免自己成爲新興的地方勢力下的犧牲品。 與包括曾

國在内的“江漢諸姬”滅於春秋時不同，鄂國是因爲鄂侯叛亂而爲周厲王所滅的， 〔２〕

這本身就反映了昭王南征失敗後南方地區形勢的複雜。

附記：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社科院歷史所劉源先生鼓勵和支持，謹致謝忱！

（王　祁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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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西周江漢地區考古學文化的變遷與政治勢力的改變，我們還可以參考趙東升： 《論鄂東南地區西
周時期的考古學文化格局及政治勢力變遷》，《華夏考古》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徐中舒： 《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考古學報》１９５９年第３期。


